
鉴于宝鸡石鼓山 M4[1]的重要性，笔者拟在
《石鼓山商周墓地 4号墓初识》[2]的基础上，从墓
葬级别、随葬青铜礼器的属性及组合等方面再
次对其进行探讨，以揭示此次发现的内涵和重
要意义。

一 墓葬级别

本文从石鼓山 M4的墓室规模、壁龛数量、
随葬器物数量等方面， 与已发掘的以宝鸡地
区为核心的关中西部及邻近地区的商周时期

相关墓葬进行比较，以初步推断石鼓山 M4 的
级别。

（一） 墓室
石鼓山 M4为近长方形竖穴土坑墓， 墓室

底部长 4.28、宽 3.8 米，面积约 16.26 平方米 [3]。
与宝鸡市区已发掘的西周早期墓葬相比，可大
致了解该墓在西周早期墓葬中的级别 [4]。 在宝
鸡市区的西周早期墓葬中， 与石鼓山 M4 面积
最为接近的是石鼓山 M3。石鼓山 M3的墓坑亦
近长方形，墓底长 4.3、宽 3.6米，面积约 15.48平
方米[5]，其墓室面积小于 M4。宝鸡竹园沟 M13，

墓底长 3.75、宽 3.8～4.4 米，面积约 15.4 平方
米 [6]，是 国墓地西周早期墓葬中墓室面积最
大的墓葬，也是石鼓山墓地发掘之前宝鸡一带
西周早期墓室面积最大的墓葬，但墓室面积仍
旧小于石鼓山 M4。 由此可见，石鼓山 M4 是目
前宝鸡市区西周早期规模最大的墓葬 [7]。 不仅
如此，在目前发现的刘家文化墓葬中，石鼓山
M4的墓室面积也是最大的。

（二）壁龛
石鼓山 M4共设壁龛 8个，其中东侧墓壁 3

个，西侧墓壁 2个，北侧墓壁 3个。 该墓属于壁
龛类墓葬，而多龛是其又一特别之处。
商周时期设有壁龛的刘家文化墓葬[8]，目前

在关中西部及邻近地区已发现近百座 [9]，壁龛
数量达到 8个的仅石鼓山 M4一座，是为最多。
石鼓山 M3的壁龛数量次之，为 6个。其他墓地
的壁龛墓 [10]，绝大多数只设 1 个壁龛，少数设
2～3个壁龛（表一）。
宝鸡高家村墓地发现刘家文化墓葬 19座，

其中带壁龛的有 14座，各设壁龛 1个，以M22的
墓室面积最大[11]。 宝鸡林家村墓 1 座，设壁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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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12]。 凤翔西村 79M42，设壁龛 3 个；凤翔西村
80M80，设壁龛 2个[13]。 岐山贺家村 73M1，设壁
龛 1个[14]。岐山贺家ⅡD2M1、王家嘴ⅢB4M1，亦
各设壁龛 1个[15]。 扶风刘家墓地 M49，设壁龛 1
个[16]。长武碾子坡先周晚期墓葬均为小型墓葬，
面积多在 2平方米左右，其中 68座墓葬设有壁
龛，唯 1983年秋 M177、秋 M185各设壁龛 2个，
1983 年春 M118、秋 M181 各设壁龛 3 个，其余
64座墓葬各设壁龛 1个；西周墓葬中有 1 座设
有壁龛[17]。甘肃崇信香山寺先周墓 1座，设壁龛
1个[18]。
依据上述统计可以看出，带壁龛的刘家文

化墓葬，其墓室面积越大，壁龛数量也相应较
多；墓室面积接近或者超过 5 平方米时，才可
能随葬青铜礼器。 墓室面积、青铜礼器的数量
与壁龛数量，表现的是正关联的关系。 墓室面
积越大、壁龛数量越多，随葬的青铜礼器数量
相应也多，墓主人的身份也应越高。 在目前发
现的刘家文化壁龛墓中， 石鼓山 M4 壁龛数量
最多，反映出其级别也应该较高。

（三）青铜礼器
石鼓山 M4 随葬的青铜礼器包括食器 40

件、酒器 9件、盥器（盘）1 件，共 11 类 50 件，总
重 256.9千克。 M4 ∶ 315鼎最重，为 19.8千克，
高 46.6厘米。M4 ∶ 304罍最高，达 51.8厘米，重
12.55千克。宝鸡地区已发现多座西周早期或商
代末期的墓葬，就一座墓葬而言，目前石鼓山
M4出土的青铜礼器数量最多[19]。居第二位的是
石鼓山 M3，出土食器、酒器、盥器等青铜礼器
共 14类 31件，总重约 219千克[20]。 在石鼓山墓
地发掘之前，宝鸡地区出土青铜礼器数量最多
的西周早期墓葬是竹园沟 M13，共出土青铜礼
器（含铙 1件）26件；其次是竹园沟 M4，出土青
铜礼器 23 件；第三是竹园沟 M7，出土青铜礼
器（含钟 3件）20件（表二）[21]。
据统计可知，石鼓山 M4随葬的青铜礼器，

不仅总数、总重在宝鸡地区西周早期墓葬中处
于前列，而且器类也很丰富，多达 11 类，包括
鼎、簋、盂、簠、甑、甗、壶、罍、尊、牺尊、盘。 最重
器的重量、最大器的高度，仅次于石鼓山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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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精品为数不少，更有数件器物首见或少见于
西周早期，如簠、牺尊（鹿形）、球腹簋等。 诸多
信息均显示出石鼓山 M4墓主身份较高， 与石
鼓山 M3的墓主应该相近。
根据以上比较可知，在宝鸡市区西周早期

墓葬及设有壁龛的刘家文化墓葬中， 石鼓山
M4墓室面积最大， 随葬青铜礼器数量最多，
器类也很丰富，青铜重器的高度、重量也处于
前列，并有多件西周早期首见之物 。 该墓多
项指标在同期或同类墓葬中遥遥领先， 显示
出石鼓山 M4 级别很高， 表明墓主身份贵、待
遇隆，有可能是该区域当时级别很高的首领或
其配偶[22]。

二 青铜礼器的属性

借鉴学界最近的研究认识和方法 [23]，可将
石鼓山 M4 出土的数十件青铜礼器， 依据形
制、纹饰、工艺 、铭文等方面的特征分为三组
（M4 ∶ 204、213鼎残甚，暂不分组），分别代表了
不同的文化属性或时代特征（表三）。
第一组，属于典型的殷商文化青铜礼器。
在商周时代，族徽、日名是殷商文化青铜

器的主要标志之一，有着族徽、日名或者二者
俱有的青铜器，其族属一般就属于殷商系统 [24]。
据此，可将石鼓山 M4中具有族徽、日名的 8 件
青铜礼器归入殷商文化系统， 包括子父丁鼎
（M4 ∶ 202、303）、 父丁鼎（M4 ∶ 305）、韦亚乙
方鼎（M4 ∶ 503）、史母庚壶（M4 ∶ 101）、臣辰 父
乙壶 （M4 ∶ 504）、 罍 （M4 ∶ 304）、 父辛甗
（M4 ∶ 307）。
这 8 件器物之外，还有曲腹簋（M4 ∶ 206）、

直腹簋（M4 ∶ 207）、尊（M4 ∶ 210）、方鼎（M4 ∶ 501）

4件青铜礼器，尽管没有族徽或日名，但与殷商
青铜器的器形、 纹饰等特征相同或者相近，也
可能属于殷商文化系统。
上述这 12件青铜礼器，铸造工艺大都很精

湛，纹饰多是三层、线条精细、凹凸感强，器物形
制和纹饰大都呈现出殷商文化青铜器的典型

特征。 就器形而言，簋的曲腹、直腹和尊的三段
体等都是殷商文化青铜礼器的典型形态；就纹
饰而言，涡纹、连珠纹、连体兽面纹、列旗兽面
纹等都是殷商青铜礼器所普遍流行的；就铭文
而言，其中 8 件青铜礼器的族徽和日名，凸显
出它们具有殷商文化的典型特征。 综合器形、
纹饰和铭文等信息， 初步确定这 12 件青铜礼
器属于殷商文化，可能来自于宝鸡以东的殷墟
等区域。
第二组，与先周文化相关的青铜礼器。
先周文化晚期特别流行的青铜礼器是乳

丁纹鼎、簋 [25]，石鼓山 M4 随葬了这些与先周文
化相关的青铜礼器。 这类青铜礼器，在器形特
征方面，造型一般较简单，器壁多较薄，鼎多为
浅圆腹、柱足，簋为盆式或者带双耳；在纹饰方
面，凹凸感较弱，线条多为阳线，乳丁纹短小尖
锐或低钝而形圆， 所饰兽面简化并已呈解体
状。 石鼓山 M4随葬此类器有 13 件，包括乳丁
纹鼎 2件（M4 ∶ 801、802）、盆式簋 9件（M4 ∶ 103、
301、401、601、603、604、805～807）、 双耳簋 2 件
（M4 ∶ 201、502）。
第三组，属于商周之际的青铜礼器。
在石鼓山 M4中，还有一些青铜礼器，或体

形较大、造型瑰丽，或扉棱张扬、纹饰精美，虽
没有铭文，但铸造工艺精湛。石鼓山 M3也出土
有此类器物，有学者称之为“真正具有时代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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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的青铜器”[26]。 这类器物一般具有特别的图
案或纹饰，如长翅羽凤鸟纹、长乳丁纹、卷尾龙
纹等；器形大多也很独特，如方座、方体、球腹、
四耳等。这类器物以前不见或少见，就造型、纹
饰及铸造工艺而言， 大都有着很高的水准，其
中部分器物比前述第一组器物还要精致。石鼓
山 M4 出土的青铜礼器中， 具备这些特征的
器物有 11 件，包括牺尊（M4 ∶ 212、214）、兽面
纹鼎（M4 ∶ 215）、附耳直棱纹鼎（M4 ∶ 309）、球
腹簋 （M4 ∶ 804）、方座簋 （M4 ∶ 314）、四耳簋
（M4 ∶ 208）、簠 （M4 ∶ 803、808）、盂 （M4 ∶ 211、
308）。这些青铜礼器的制作工艺水准远远超过
宝鸡本土器物（与先周文化相关的），并且深
深印有殷商系统的精湛工艺，但在器形、纹饰
等方面却不同于殷商系统， 展现出一种新式
样， 出现多种新因素。 这种情形体现了社会
“大变革 ”的形势，即殷商青铜工匠由于种种
原因， 在商周之际使用先进的铸造工艺为周
人政权服务，表现周人（广义）新的社会观念 [27]，
同时表明了这些器物制造的时间当在商末或

西周早期。
另有一些青铜礼器，铸造工艺一般，纹饰

简略，有些甚至工艺草率，纹饰亦很粗糙，形态
简陋，不类殷商系统器物，也不便归于与先周
文化相关的器物。 如兽面纹鼎（M4 ∶ 315），粗
糙异常，补铸多处，范缝歪斜，范线凸起，没有

打磨；甗（M4 ∶ 102、311），器壁薄脆 ，腹部存有
固定环钩时的铸痕。这 3 件器物工艺草率，不
见打磨或使用痕迹， 似乎是特意为随葬而铸
造，应是当地当时的产品，而不是外来物或者
前时段的传留物。 其中有些可能是为“凑数”
而铸造的 ，如 M4 ∶ 315 兽面纹鼎，与 M4 ∶ 215
兽面纹鼎相比，两者造型 、纹饰相近，大小相
仿，但前者粗劣、未加打磨，后者精致且有烟炱
等使用痕迹。
此外，还有 9 件没有族徽或日名的青铜礼

器，虽然器形与殷商器物近同，一些纹饰与殷
商器物流行的纹饰相仿 ，如菌状捉手 、蝉纹 、
蕉叶纹、涡纹等，但不及殷商器物精致。这类
器物包括蝉纹鼎 （M4 ∶ 306）、 列旗兽面纹鼎
（M4 ∶ 313）、甗（M4 ∶ 203）、罍（M4 ∶ 205、209、312）
等。 综合上述情形，并与第一、二组器物比较
后， 判断这类器物应该也是当地当时的产品，
可归入第三组。 需要指出的是，简化兽面纹鼎
（M4 ∶ 602）、甑（M4 ∶ 302）、盘（M4 ∶ 310），几无纹
饰，形态简单，但铸造尚可，似也可以归入第三组。
由此， 石鼓山 M4中第三组器物还可细分

为三类：第一类铸造工艺高超，是当时风尚的
代表；第二类与前者大不相同，工艺简单，甚至
粗糙，形态朴素或简陋，可能是仅为随葬而铸
造，应是当地当时的产品；第三类没有铭文，铸
造尚可，器形、纹饰大多近于殷商器物，也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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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当时的产品。
石鼓山 M4 出土的青铜礼器，其“组”别大

致表现如下：殷商文化器物有 12 件，占总数的
24％，器类有鼎、簋、甗、壶、尊、罍，以酒器为特
色；与先周文化相关的器物有 13 件，占总数的
26％，器类有鼎、簋，均为食器；商周之际器物有
23 件，占总数的 46％，以少见或者首见的器物
为主，如牺尊、附耳直棱纹鼎、球腹簋、四耳簋、
簠、盂等。
一般而言，墓葬形成时间与随葬器物中年

代最晚的器物最为接近。 石鼓山 M4随葬的青
铜礼器以第三组器物年代最晚，其中部分器物
可能在商末，而多数应在西周早期，表明该墓
的年代已进入西周早期。

《初识》依据石鼓山 M4随葬有高领袋足鬲，
推定其为刘家文化墓葬。 内涵不同、铸造工艺有
别的三组青铜礼器共存于该墓， 反映了墓葬所
处的西周早期社会正在或者已经发生了显著变

化。 商末周初对殷商战争的胜利，致使较多的殷
商青铜礼器出现于西土宝鸡地区。 殷商工匠迁
往关中并为周人所用，大幅度提升了周人青铜
礼器的铸造工艺。造型张扬、反映时代巨变而
与殷商文化有别的器物， 目前在宝鸡地区已
出土不少，不过还没有发现确切的铸造线索。
另外，与先周文化相关的青铜礼器在该墓中的
存在，反映了刘家文化与姬周文化的融合[28]。

三 青铜礼器的组合

（一）礼器的成对组合
石鼓山 M4 随葬的青铜礼器有一个特

点 ，就是多件器物两两 “成对 ”，它们形制相
同，纹饰大多一致，或有精致、粗疏之别，大小
几近，唯个别有大小之别。成对的两件器物或
置一龛， 或分置两龛。 例如， 子父丁鼎 2 件
（M4 ∶ 202、303）、 兽面纹鼎 2 件 （M4 ∶ 215、
315）、乳丁纹鼎 2 件（M4 ∶ 801、802）、方鼎 2 件
（M4 ∶ 501、503）、双耳簋 2 件（M4 ∶ 201、502）、
簠 2件（M4 ∶ 803、808）、牺尊 2件（M4 ∶ 212、214）、
壶 2 件（M4 ∶ 101、504）、甗 4 件（M4 ∶ 102、311；
M4 ∶ 203、307）。 如果再算上盆式簋，则成对的

器物超过 10组。 一座墓葬中出现如此多的“成
对”器，比较少见。该墓随葬器物“成对”的特点，
很可能是当时的一种社会风尚。

（二）以龛为单位的组合
《初识》对青铜礼器组合进行了简单归纳，

如各壁龛的青铜礼器以鼎、簋为主；7 个壁龛内
有簋，少则 1件，多则 4件；5 个壁龛内有鼎，至
少 1件，最多达 6件。依据上文对青铜礼器的分
组， 可以发现出土青铜礼器的 7个壁龛均有第
二组器物， 其中 K1~K3、K6、K8 同时出有第三
组器物，而殷商文化器物只见于 K1～K3、K5 计
4个壁龛。 殷商文化器物，不仅在数量上弱势，
而且只存在于部分壁龛。 第二、三组器物合计
达 36 件，占总数的 72％，不仅在数量上占有多
数，而且还遍及出有青铜礼器的壁龛。 具有宝
鸡当地特色的盆式簋、双耳簋、乳丁纹鼎等，至
少有一件见于出有青铜礼器的各龛。 出有簋的
7个壁龛中，有 5个（K1、K3、K4、K6、K8）存在当
地的盆式簋，表明当地的盆式簋具有明显的普
遍性。 在宝鸡当地生产的青铜礼器，不仅在随
葬青铜礼器的数量上占有相对优势，而且在墓
葬内的空间分布上也占据相对优势，显示了当
地因素在石鼓山 M4中的普遍性和显著性。
另外，石鼓山 M4随葬的青铜礼器中，食器

所占比例较大。 在 50 件青铜礼器中， 鼎有 15
件，簋有 16 件，二者之和超过青铜礼器总数的
五分之三。 这一情形体现了“重食”文化的特
点，而重食传统是周人 （广义）文化的重要特
点，与商人重酒传统不同[29]。

四 结 语

综上所述，可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从墓室
规模、壁龛数量及随葬青铜礼器数量等方面来
看，在宝鸡市区西周早期墓葬及设有壁龛的刘
家文化墓葬中， 石鼓山 M4的级别均很高。 其
次，石鼓山 M4随葬的青铜礼器可分为三组，其
中与先周文化相关的第二组青铜礼器以及属

于商周之际的第三组青铜礼器， 它们的造型、
纹饰、工艺等特征体现了社会剧烈变迁的时代
特征。 第三，随葬青铜礼器“成对”现象普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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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山 M4的一大特色， 或者也可能是一种时
代特色；墓葬中以龛为单位的青铜礼器组合情
况， 反映出石鼓山 M4随葬的青铜礼器以当地
文化因素为主，而鼎、簋的组合，已经明显表现
出西周用鼎、用簋制度的雏形。
石鼓山 M4 的发掘和收获， 具有与石鼓山

M3同样重要的内涵和研究意义。 M4的发现，再
次丰富并深化了对商周时期关中西部地区刘家

文化的认识。 同时，该墓是宝鸡地区目前发现
的年代基本确定的西周早期墓葬之一， 可以推
进商末周初遗存的辨识。 另外，石鼓山 M4随葬
青铜礼器所呈现的面貌、组合等信息，对于探讨
西周初期关中西部姬姜部族文化的融合以及西

周青铜礼器组合的雏形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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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介绍·

郢靖王墓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荆 门 市 博 物 馆 编著
钟 祥 市 博 物 馆

郢靖王为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二十四子朱栋， 生前被册封在湖北省钟祥市。 郢靖王
墓包括陵园建筑基址和墓葬本体。 陵园建筑遗迹主要有碑亭基址、 享殿基址等， 发现
了板瓦、 筒瓦、 瓦当等建筑构件以及石碑、 石雕。 石碑碑身正面、 背面均有碑文， 详
细记载了洪熙、 宣德、 正统、 天顺年间四次御祭郢靖王的情形。 墓葬本体由封堆、 墓
圹、 墓道及玄宫组成。 玄宫内部主要由前室、 中室、 后室组成。
墓志记载了郢靖王的生平， 可以和文献记载互证， 有补史和证史作用。 墓室内随

葬金器、 银器、 铜器、 瓷器、 漆木器、 玉石器等， 其中的青花龙纹梅瓶、 青花 “四爱
图” 梅瓶尤为精美， 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该墓的发掘为进一步研究明代王陵制度提
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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